
 

您当前位置：首页 > 国研视点 > 专家视点 > 正文 

吴敬琏：学术勇气与社会担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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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在2013年5月11日上午，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，听他慷慨陈词，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

用。不想只隔了两天，5月13日，就惊闻他去世的噩耗。学艺为人民福祉建言的诚意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勇气一直为我心仪。斯人逝矣，我心伤悲！ 

  1975年，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（下称学部，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）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，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

政治研究室之命，去山西昔阳县参加写作陷于困境的“大寨经济学”编写组。随后，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“大寨哲学”编写组也来到这里。这两

个写作组存在时间不长，在1976年“批邓”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开始不久，就都被裁撤回北京了。不过，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“清查‘五一

六’运动”中被限制自由的“重点审查对象”，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，还有对当局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，回京以后我们仍然

时相往来，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。此后的三十多年里，我们的研究重点并不一样，但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一直相知相重。 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最初几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《未定稿》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内刊《理论动态》一样，是引领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。我

曾经在《未定稿》主持人林韦的领导下，参加编写一本批判“四人帮”的专著。学艺最热心的则是为包产到户翻案。他的这项工作风险极大，也极

为重要。 

  那段时间，爆发了我国农村应当走后来所谓的“阳关道”（坚持集体经济）还是“独木桥”（实行包产到户）的重大政策争论。一方面，在地

方党政领导的默许下，安徽、四川、贵州等省的少数地方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。另一方面，中央层面并没有放开政策。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

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明确规定，“不许分田单干”，“不许包产到户”；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

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仍然要求“不许分田单干”，“也不要包产到户”。放宽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之所以遭遇强

烈反对，是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贯采取反对态度。特别是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，把搞包产到户提到“复辟资本主义”的政治高

度，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“站在地主、富农、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”。1962年后，反对“三自一包”（自留地、自由市场、自负盈

亏和包产到户）成为“阶级斗争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的重要内容。 

  正是在“两个凡是”（指“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必须拥护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”）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领

导干部头脑的形势下，学艺率先对主流思想提出了明确的质疑。1979年6月，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，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地方的丰收形势喜

人，也感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被“资本主义”这根大棒打怕了，正在面临 “纠偏”的强大政治压力。返回北京不久，他写成《包产到户问题应

当重新研究》这一调查报告，指出，“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，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欢迎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退步呢？”鉴于禁止包产

到户政策源于毛泽东的指示，他在报告中专辟一节，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，“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

有看法、有意见”，要求“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，要重新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”。格于当时的形势，这篇与主流提法针锋相对的调

查报告只是刊登在11月初的《未定稿》增刊，而不是《未定稿》上。但学艺的文章还是不胫而走，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，为日后的政策突破做了思

想准备。 

  1980年春，已经取得实际控制权的邓小平明确表态，支持包产到户。9月，中央召开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第一书记会，经过激烈争论后，对包产

到户的禁令终于取消。在其后的两年内，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普及，取代了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旧体制，农村的面貌也

为之一新。 

 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中，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陆学艺表现了巨大的学术勇气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的安徽调研报告第一次明确要

求重新评价“包产到户”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。 

  随着农村大好形势的出现，特别是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，对农村进一步改革懈怠松劲的情绪日益抬头。即使1985年棉花减产33%、粮食减

产7%，也被有关方面看作计划安排的结果，不必过虑。学艺在深入调研基础上，写成《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》，指出要避免农业的徘徊、萎

缩，发展农村大好形势，有必要“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”，“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，互相促进”。他的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《要报》上发

表后，被认为是散布“农业悲观论”。邓小平倒是读到了这篇报告，并且在1986年6月10日的谈话中，谈到“有位专家”的“提醒”值得注意。以

后，有关部门虽然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八条措施，但农村“第二步改革”却再也不提了。而学艺依然反复讲，一直讲到去世。 

  他所说的“农村第二步改革”，核心是“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”，要点包括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，承认农民对承包土地有

永佃权，实行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，调整头重脚轻的财政体制，真正走出“城乡分治，一国两制”的困境。这些建言是建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的真

知灼见，它们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，使人不能不扼腕叹息。 

  1987年，学艺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，由此进入了社会学界，同样做出了优异的成绩。特别最近十几年来，学艺倾心于中国

社会结构变迁研究，他主持的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》（2002）较早采用现代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由来与发展趋向。报告出

版后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，但也被有些人士指责为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”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学艺不改其志，坚持拓展这项研究，继续

完成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》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》报告。在他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中，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，希望

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。我和一些同道一年一度在无锡举办“民间商会论坛”，商讨如何建立和发展商会-行业协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，学艺也积

极参与其中。我想，这不仅因为学艺是无锡人，更因为他希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，促进我国社会逐步走向成熟。 



  学艺1933年出生于无锡，先学工科，后学哲学，而终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安身立命，对本土社会科学的落后有深切的体会。去世前不久，他出

席了我的《吴敬琏文集》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。在会上他借用“白马非马”的说法，对有些人至今不把社会科学当作科学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

评，指出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严重落后。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，我国著名考古学夏鼐在1978年社会科学院揭批“四人帮”炮制的“两个

估计”（即“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”和“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）座谈会上的发言。在那次会上，

夏鼐深刻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宣传鼓动之间的正确关系，指出“四人帮”不要社会科学研究、只要吹鼓手的做法“极为荒谬”，要求人文和

社会科学工作者打破思想枷锁，坚持客观真理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。当时主持会议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也对宣传应建立在科

学研究基础上的意见表示了赞同。三十多年过去，学艺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，又特别提出社会科学不被重视的问题，仍然切中时弊，实际

上指出了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症结。 

  2012年，学艺荣获首届“费孝通学术成就奖”。颁奖辞指出：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

势的判断，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，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他先后组织了“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”和“中国百村调查”等大型

调查活动，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。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、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流动的研究，在学术界和社

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，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，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

  诚哉斯言！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自觉的社会担当，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向学艺学习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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